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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温州的医政关系——以 1902年霍乱治理为例
杨佳霖

福建师范大学，福建福州，350000；

摘要：1902 年，在世界性霍乱大流行的背景下，中国浙江的温州地区也受到冲击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与人

口损失。这场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，不仅是地方医学实践的重要案例，更是观察晚清地方医政关系的一个窗口。

在疫情防治过程中，地方官府、士绅、民间医生以及西方传教士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互动格

局。既有国家疫病应对工作的有限表现，也有地方社会在抗疫方面的积极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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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在晚清时期是浙江的一大商埠，在当时外贸活

动兴盛、人口流动频繁，各种传染病流行风险较以前大

幅度提高。但是，此时温州的社会则为多元化：一是，

各色的地方士绅以及商人们依旧拥有较大范围的社会

资源和动员能力；二是，西医和教会医院逐步传入，当

地出现了新型医疗力量。利济学堂的设立和士人陈虬的

医学实践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然而，地方医政格局

并未因西医的引入而完全改变，中医医生与民间方药依

旧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在这种多重力量并存的背

景下，1902 年霍乱的爆发为地方医政关系的重构提供了

一个特殊契机。

1 温州霍乱的流行与医疗环境

1.1 霍乱流行概况

开埠以来，温州一直是霍乱的多发地区，疫情常集

中于每年九、十月间。1877 年 9月，温州曾爆发一次较

为严重的霍乱，据《申报》相关报道称：“每日患霍乱

吐泻之症而毙者约计在 35 人左右也，夫瘟疫之杀人与

水火盗贼刀兵不相上下，是殆却运果难挽耶。”
[1]
此后

虽仍有小规模疫情发生，但死亡人数相对有限，直到1

902 年世界性大流行时，温州才再次深陷其中。《瘟疫

霍乱答问》提要记载：“光绪二十八年夏，东瓯霍乱大

行，死亡接踵，率多寒热莫辨。”
[2]
最早出现疫情的地

区是距府治西南约一百五十里的平阳，当地志书载有：

“二十八年壬寅夏秋大疫”。
[3]
自 1877 年瓯海关设立以

来，受雇于海关的外籍医官即开始定期开展医学与卫生

调查。根据 1902 年鲍理茂医师的报告，当时温州城内

约有 5000至 6000人死于霍乱，若连同属县计算，死亡

人数约达 3万人。
[4]
此外，西方传教士亦留下相关回忆。

英国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在《晚清温州纪事》中回忆道：

“我这一生中看到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三年前（1902

年）从温州城里往外送霍乱瘟神的仪式，据估计有两万

人死于那场可怕的霍乱。”
[5]

1.2 温州的医疗环境

霍乱的杀伤力与爆发地的医疗卫生环境密切相关。

1877年前后，温州的公共卫生状况与其他城市对比相对

较佳。当时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大城市，中国传统卫生

知识已长期失落，公共卫生设施亦普遍处于衰败之中，

唯独温州的情况有所不同。然而，随着人口迅速增长，

温州城市环境日益恶化：街道污秽，厕所恶臭弥漫，对

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。一旦霍乱爆发，便极易造成高

死亡率。尽管如此，温州的医疗资源却是在不断改善丰

富。

这一时期温州的医疗环境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

的格局。在传统医学方面，明代时温州曾设有惠民药局，

“官府遇岁疫，令医生开局，于城隍庙施药”。
[6]
然而

入清之后，这一官府设置的惠民药局逐渐废弛。尽管如

此，地方官员并未完全忽视医疗事业。1877 年，温州署

同知倡议捐资，在府城隍、三港巷、天后宫三地设立惠

民药局，每年三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各聘请一位医生

施诊。这些机构虽非官办，但也是对公共医疗系统的重

要补充，为经济困难的民众提供了必要的救助服务。同

时，温州在中医传统方面底蕴深厚，地方名医如陈虬不

仅医术精湛，且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。陈虬与友人并

未固守旧法，而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积极创新。1885

年，他们在瑞安城东杨衙里创办利济医院，并设立利济

医学堂，被认为是我国近代第一所中医药学校。
[7]
此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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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既承担医疗职能，又兼具医学教育与社会教化的作

用。

与此同时，西方医学亦通过传教士传入温州。自《中

英烟台条约》将温州辟为通商口岸后，不少外国传教士

先后到来，其中以英国循道公会的苏慧廉最为重要。18

93 年末，霍厚福医生抵温，经过一年语言学习后接管了

苏慧廉创办的诊所，专责医疗。1897年，在约翰·定理

的资助下，温州第一所西式医院——定理医院落成，霍

厚福出任院长。
[8]

正是这些传统与近代并行的医疗机构，在后来爆发

诸如霍乱等疫病时，尽可能降低了温州人民生命财产损

失。

2 社会的多元医疗应对

2.1 传统中医的应对

面对 1902 年霍乱疫情，温州的传统中医亦积极采

取应对措施，其中以瑞安名医陈虬及其创办的利济医院

最具代表性。陈虬长期专注于霍乱的防治，他认为此病

的症状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，而历代医者多拘泥于古方，

往往不能对症下药。如，陈虬研究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

的《霍乱论》，认为此书“知其所当然，而不知其所以

然”，局限于“见病治病”。
[9]
在此基础上，陈虬撰写

《霍乱病源方法论》，拟定“救急汤”“安中汤”等六

服药方，以弥补王孟英《霍乱论》“有论无方”之缺憾。

1879 年 3月，他以大承气汤治愈邻人杨剃匠，又以吴氏

增液汤救治其妻，两人均六剂而愈。同年初秋霍乱暴发，

当地百姓多依其方而获效。

在 1902 年疫情中，陈虬运用加减“白头翁汤”，

亦取得显著疗效。唐寿丞、署瑞令盛伟堂之二女、都司

阎仪韶之一子一婿等八人，均因服用此方而痊愈。其处

方由乡人传抄，甚至受到地方官重视，被刻印张贴于温

州各县，为医家奉为圭臬。

1902 年 8月，陈虬总结实践经验，撰成《瘟疫霍乱

答问》一书。全书以问答体列五十四问，系统讨论霍乱

的病源、证治及方药运用。针对时医“用药一刀切”的

习惯，他提出因症施治之法，并研制“利济定乱方”九

服、“利济天行应验方”八服，另配制“利济秘制平安

酒”一服，均在时疫治疗中屡有奇效。

《瘟疫霍乱答问》中其医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四个方

面：一是注重人与环境的协调，主张“沟衢宜打扫清洁，

衣服宜浆洗干净”；二是注重形神与五脏的动态平衡；

三是主张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，辩证施治；四是倡导依

托自然药材作为基本治疗资源。这些观点不仅反映了中

医在应对霍乱时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原则，也展现了

地方医者在现代疫病冲击下的积极探索。

2.2 地方士绅的参与

在 1902 年温州霍乱疫情中，地方士绅群体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作为地方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阶层之一，他

们在疫情日益严峻的形势下，采取多种方式自救，并积

极缓解民众疾苦。部分士绅秉持“悲天悯人”之心，开

设医馆，施行方药，以非正式途径影响地方事务。如，

郑良治对西医有所认识，对乡村流行的巫术持批评态度。

郑良治购买医书，自学医术，乃至“三折肱为良医”。

他在疫情期间阅读《温病条辨》“中焦篇”《王氏经纬》

《雷氏时病论》《中西汇通医书》等。
[10]

士绅参与防疫的方式具有多样性：有的为医馆、药

局提供赞助；有的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带领家乡的人开展

环境卫生整治；有的传播医书。例如，陈虬的《瘟疫霍

乱答问》即由温州总兵刘祥胜作序并推荐出版。刘祥胜

在序文中极力颂扬陈虬的医德与医术，称其“治病三十

余年，尝于郡瑞建两医院，署名利济，设科授徒，减润

便民，信乎其为良医矣”。
[11]

士绅的积极介入，弥补了官方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

能力不足。1902 年的霍乱大流行是清末最惨痛的公共卫

生事件之一。当时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和有限的医疗条件

的影响，清政府无法有效地组织各地防疫工作。但作为

基层国家权力的重要补充的士绅便承担起了维系地方

社会秩序，推进公共事务进程的重任。此一历史经验，

对于理解当下地方社会治理的补充机制，仍具有一定的

启示意义。

士绅的抗疫实践也揭示了晚清地方治理的结构性

特征——“皇权不下县”。县以下的公共事务多由士绅

等地方精英承担。疫情防治作为突发的公共事务，自然

成为士绅展现社会责任与领导力的重要舞台。通过积极

参与，他们不仅彰显了对地方社会的承担意识，同时也

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和话语权。

2.3 西方医学的传入

西方医学在温州霍乱治理中的介入，主要通过传教

士的医疗实践得以体现。自温州开埠以来，已有多位传

教士进入当地开展布道活动，其中最为成功者当属苏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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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。他往往事先准备好药品，以自身的疗效经验为例，

证明“医疗传道”较单纯的布道更具说服力。同时，温

州恶劣的自然与卫生环境也威胁着居住在当地的外国

人生命安全，这进一步促使西方医学进入温州社会。

1897 年，由约翰·定理资助、霍厚福担任院长的定

理医院建成，这是温州第一家西式医院。该院的运作模

式体现了西方医学的制度化与机构化特征。每日清晨，

病人需先在医院门房领取写有号码的竹签，每号约需花

费三十个铜板。多数病人自清晨七点便开始排队，至九

点时医院已人满为患。医生到来前，其学生会先分发圣

歌传单与诊疗指南。在经历约十五分钟的唱诗、布道与

祈祷后，病人依序进入诊室。院内分工亦较为明确：部

分学生在配剂室调配药物，另一些学生则在各自诊位负

责记录病史，并以拉丁拼音书写于处方单上，继而作出

诊断并开具药方。
[12]

西方医学知识应用于温州霍乱救治，其理论和思路

是对传统经验和医术的一种补充和完善。一方面，西医

强调病原微生物与环境卫生的防疫观念，主张通过改善

卫生条件来切断疾病传播途径；另一方面，西医的制度

化诊疗模式为大规模疫情的应对提供了更高效的组织

与运行机制。这些新理念与实践，不仅丰富了温州地区

的霍乱防治手段，也对传统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新

的挑战。

3 医政关系的互动

3.1 中医与西医的理念冲突

在晚清温州霍乱治理中，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之间

的理念冲突日益显现。传统中医基于“天人相应”的整

体观，将霍乱归因于运气异常和环境失调。如陈虬在解

释 1902 年霍乱成因时指出：“当推五运六气知之”，

光绪二十八(1902)年为壬寅年，“丁壬化木，是谓太角

木运，少阳相火司天，厥阴风木在泉……五运，主客二

三，皆属徵宫，徵宫为火土。六气，则夏秋之间三之气，

均属少阳，四之气则主太阴，而客阳明，一派皆系木火

相扇，土木相忤，故病发于此时，木邪克土，乃成霍乱”。
[13]

相比之下，西方医学则以微生物学与公共卫生学为

基础，强调病原微生物与环境卫生在疾病传播过程中的

关键作用。19世纪伦敦霍乱流行期间，英国医生约翰·斯

诺通过实地调查提出，霍乱的传播并非源自“瘴气”，

而是因患者排泄物污染了饮用水源，进而导致大范围扩

散。其后，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·科赫成功从患者粪便

中分离出霍乱弧菌，从而在病原学上确证了斯诺的推论。
[14]
由于上述发现创造了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基础，并且确

立了利用病原学和卫生防疫的方式来进行相关治理的

基本思路。因此，20世纪初在中国面临霍乱这样的疫情

的时候，人们已经将西方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当成参考去

解决相关问题，其中就包括对 1902 年温州霍乱的治理，

同样也需要借助以上知识和方法的支持。

这种理念上的差异，就会展现在不同的防治手段上。

中医强调辨证施治与药物干预，例如陈虬在《瘟疫霍乱

答问》中，根据患者症状采取针对性治疗。相对而言，

西方医学更注重群体性的预防以及整体环境的治理。如

1919年上海霍乱流行时，地方卫生局立即对辖区内的井

水和河水进行检验，并大规模进行霍乱疫苗注射，以切

断疫情传播途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温州的霍乱治理实践中，中医并

非完全否定西方医学。陈虬在《瘟疫霍乱答问》中就吸

取了西方的病原学说，书中提及“疫虫”及其防治，并

尝试将这一概念与古代中医理论相互贯通。对于隔离和

群体防疫之策也学习西医，借鉴西方卫生学的知识，倡

导隔离与群体防疫。
[15]
这一融合尝试表明，面对现代医

学的挑战，传统中医并非固守成规，而是在吸纳、调适

与创新中寻找出路。不仅是丰富了当时的防疫方法，同

时也是对晚清医学变革时期中西医学互动状态的一种

反映。

3.2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

自 1842 年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以来，中国的检疫权

逐渐丧失。例如，1895 年中国香港鼠疫爆发时，上海在

杨树浦设立了临时检疫机构。除上海外，天津、北海、

温州等开放口岸在疫病流行期间，也会由海关派遣医官

上船检验，有时还委派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检疫工作。

然而进入二十世纪，清政府开始对卫生事务进行整顿，

并逐步收回相关管辖权，如天津地区即是典型案例。

晚清温州霍乱治理中，同样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

权力博弈。传统中国社会中，卫生等社会事业多以民间

“义举”形式承担，但 20 世纪初，随着国家逐步向近

代化行政模式转型，卫生制度化成为重要方向。国家试

图将卫生事业行政化，以实现对个人健康的规范化管理，

并将善堂等民间团体纳入行政体系中。

1901 年 1月，慈禧因“庚子事变”逃往西安后，推



2025年 2卷 12期 聚知刊出版社
医学研究 JZK publishing

133

行“新政”，其中包括在各地创办巡警机构，将卫生管

理纳入警察职能。1905 年，清廷正式设立巡警部（190

6 年改组为民政部），在巡警部下设卫生司，负责清道、

防疫、食品检验、牲畜屠宰管理，以及医师、药品管理

等事务。1908年，进一步下令各省增设巡警道，由中央

民政部与地方巡警道共同掌管地方警政事务，包括治安、

户籍、道路、卫生、防疫、医院管理、消防及巡警学堂

等。由此可见，晚清国家已开始将以往由民间社会承担

的事务纳入行政化轨道。
[16]

然而，在实际过程中，中央政策的落实效果有限。

虽然温州等地很快便出现告示、隔离、清洁等措施，但

是囿于地方缺乏资金、缺少医学人才等原因，这些措施

不可能全部实现。因此，温州等地方的霍乱防治仍然依

靠当地民众的力量来展开，而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帮

助和支持。这也反映出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对卫生问题

争夺的实际情势：一方面，在制度上想方设法提高国家

干预力度以加强对民众生活的管控；另一方面，却又苦

于自身的财务和管理难以达到实现这一点的目标，而只

好依赖地方政府的自我调节。

4 结语

1902 年温州霍乱不仅是一场地方性的公共卫生事

件，更是晚清医政关系的缩影。从中既揭示了晚清中国

国家医疗职能的不足，也展现了面对灾难时地方社会自

我处理的力量。温州的地方实践，为理解晚清医政关系

的复杂性，提供了重要的案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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